
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化学退化土壤研究进展

向春雨1, 3，罗栋源1, 2*，郭　莉1, 3，杜军艳2，刘世宾1, 3，蒲生彦1, 3

 （1. 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土壤环境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22；

3.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土壤化学退化问题严重威胁了人类生存的基础环境，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为增加粮食产

量、减缓生物多样性下降速度以及遏制气候变化，逆转全球土壤化学退化趋势势在必行。生物修复是一种环境友好且经

济有效的修复策略，逐渐成为改良与修复化学退化土壤的重要方法。特别是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能够弥补单一修复方法

的不足，显著提高化学退化土壤的修复效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该联合修复技术针对不同化学退化类型土壤的治

理效果、机理及影响因素等各有侧重。本文回顾了土壤营养元素亏缺、盐渍化、污染三种主要化学退化类型的成因、分

布和危害，论述了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在这三种化学退化类型治理方面的效果、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针对土壤营养元

素亏缺，微生物通过释放分泌物刺激植物根系等方式与植物有机结合，增强固氮、解磷等作用，提高对土壤养分的高效

利用，并增加土壤肥力；而盐渍化土壤中添加能够适应极端环境的耐盐碱微生物可通过改善土壤结构、提高营养元素可

利用度等，促进植物生长、改良盐渍化土壤；向污染土壤中接种微生物后通过优化植物根际环境、减少有毒污染物对植

物的侵害，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加强对污染物的降解。综上所述，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在化学退化土壤修复方面已

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为实现退化土壤的绿色、高效、可持续修复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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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基础，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生产

资料。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报告显

示，全球已有超过 30% 的土地正在或者已经发生退

化[1]。土壤化学退化不仅严重威胁粮食生产、降低农

业收入、减缓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

问题，如水体淤积、地球碳储量变化、小流域功能

减弱、特殊生境的消失、带来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以

及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紊乱等[2]。土壤化

学退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常为多种形式共存，

综合表现为营养元素亏缺、盐渍化和污染等[3]。对土

壤退化进行修复，已成为 21 世纪环境土壤学关注的

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

化学退化土壤的修复方式众多，主要分为物理

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三种类型。但这些方法

存在多种限制因素，影响了其在土壤修复方面的推

广和应用。例如，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常用修复方法

有热处理和化学浸出等，但存在费用昂贵且不适于

大面积使用等缺点[4]。灌溉排水、膜覆盖、添加改良

剂等措施常被应用于盐碱地的改良，但由于投资大、

易反复等缺点难以大面积推广[5−7]。与之相比，生物

修复技术以其经济有效、不易产生二次污染且适用

于大面积土壤修复等优点越来越受到重视[8−9]。生物

修复包括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和动物修复等[10]。单

独的植物或微生物修复技术仍存在很多不足，如修

复效率低、特异性强、适用范围有限等。生物联合

修复技术是协同两种或两种以上生物修复方法，克

服了单一修复技术的局限性，能够显著提高退化土

壤的修复效率，其中，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在治

理营养元素亏缺、盐渍化和污染土壤方面已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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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广泛的研究与应用[11]。针对不同退化类型的土壤，

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所选用的植物和微生物千差

万别，且修复效果、内在机理及主要影响因素也存

在差异。厘清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在不同化

学退化类型土壤治理过程中的特点、内在机理及主

要影响因素，对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在退化

土壤治理中的推广与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土壤营养元素亏缺、土壤盐渍化以及土

壤污染三种主要化学退化类型土壤出发，梳理常见

的植物与微生物联合作用类型、修复效果及环境要

素，归纳总结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退化土壤的效

果、作用机理及主控因素，并对植物－微生物联合

修复化学退化土壤方面的研究进行展望，为植物－

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在退化土壤修复方面的推广与

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土壤化学退化研究进展

土壤退化是指在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所

发生的导致土壤农业生产能力或土地利用和环境调

控潜力（即土壤质量及其可持续性）下降，甚至完

全丧失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的过程，是动态

和复杂的过程，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退化过程，

是土地退化的核心[12]。高强度、高频率的人类活动改

变了土壤肥力，给土壤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13]。

土壤化学退化是土壤退化的主要类型之一，主要表

现在土壤营养元素亏缺[14]、土壤盐碱化、污染物积累

等方面。

土壤化学退化不仅是局部地区问题，更是全球

范围内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巨大威胁。据统计，全

球土壤化学退化面积可达 240 万 km2，其中地处亚热

带热带的亚洲和非洲退化现象尤为严重；以退化等

级来看，以中度、强度和极强度为主，轻度退化仅

占 38%[15]。我国的土壤化学退化形势不容乐观，据

统计，仅南方山区土壤化学退化面积就达 4.45 × 105

km2，占该地区土地总面积的 20.42%[16]。根据 2022
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扭转全球土壤退化可以缓解

气候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粮食不安全三大问题

带来的影响[17]。本文选取土壤营养亏缺、土壤盐渍化

以及土壤污染三方面对土壤化学退化概念、分布、

成因、危害及改良修复治理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

化学退化土壤的修复与防治提供理论参考。

 1.1    土壤营养元素亏缺

土壤氮（N）、磷（P）等是植物体内蛋白质、

磷酸合成及能量循环等代谢过程的必需元素，其含

量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元素指标[18]。在热带、亚热

带湿润地区，高度风化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土壤

养分匮乏，连年高强度的耕种会导致土壤贫瘠化。

特别是在山地、丘陵区，土地利用不当容易造成水

土流失，加速土壤营养元素的损失，导致土地生产

力下降[19]。我国大部分耕地土壤全氮含量在 0.2% 以

下，其中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新疆等 5 省

 （区）严重缺氮面积占其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缺磷土壤面积为 6.73 × 105 km2，其中 20 多个省（区）

有一半以上耕地严重缺磷[16]。

我国土壤营养元素亏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自然地理原因，一些贫瘠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低，可供植物吸收利用的氮磷等营养元素较少，严

重影响了植物生长和土壤的可持续利用[20]；二是由于

严重的风蚀而失去肥沃的表土层，从而导致土壤生

产力降低，引发土壤化学退化。据统计，每年因侵

蚀而损失的土壤有机质以及氮磷钾营养元素分别为

2700 万 t、550 万 t、600 t 和 50 万 t[21]。

当土壤氮、磷等营养元素亏缺时，植物往往会

出现生长迟缓、植株矮小、结实率低下等现象，而

且易发生病虫害，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有显著的不

良影响。目前解决土壤肥力低下最常用的方法仍然

是施用化肥和有机肥。长期不合理施用化肥会带来

不利影响，当土壤对氮、磷等的吸附能力达到一定

程度后，将加大氮、磷等元素的淋溶风险，导致其

在地表水及地下水中含量的上升[22]。据统计，目前我

国氮肥利用率平均只有 35% 左右，而发达国家高达

60%[23]，多余的氮、磷等会造成水生和陆地系统富营

养化等问题[24]。施有机肥虽也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但其肥效较慢、养分含量低，改良周期较长。

 1.2    土壤盐渍化

盐渍土是指土壤中可溶盐含量超过一定数量的

土壤[25]，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受到气候、地质、地形、

水文及生物因素的影响发育而形成的，包括各种盐

土和碱土以及其他不同程度盐化、碱化的土壤[26]。由

于土壤的盐化和碱化常伴随发生，因此往往笼统地

称为土壤盐碱化[27]。盐碱土分布于全球上百个国家，

总面积高达 1 × 109 hm2[28]。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北、

东北、华北及海滨地区在内的 17 个省区，约占我国

国土面积的 10.33%[29]。

结合我国复杂的自然地理状况，盐渍土一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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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盐地表水、含盐地下水、海水等造成，或由盐湖、

沼泽退化生成，或由人类经济活动造成及其他成因[25, 30]。

盐渍化不仅危害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减少农作物产

量，而且还会破坏土地原有的生态平衡，降低土地

生产力和承载力，同时在盐渍化严重的土地上进行

工程建设也会对建筑物产生严重影响。

在盐胁迫环境下，只依靠植物自身来改良盐渍

土的难度较大。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了以“种稻洗碱”

为核心，苜蓿、羊草等多种植物为主的种植修复方

式[31]。盐分高、养分低等特性会使植物的定殖难度大

幅度增加[32]，同时在这种条件下微生物也会出现生存

困难、生物量降低以及种类减少等问题[33]。近年来出

现了不少有关植物联合微生物改良和修复盐渍土的

技术方法，能够更加高效地改善盐渍化环境。

 1.3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主要是指在土壤中涉及的污染物质指

标高于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导致土壤部分功能逐

渐丧失，使土壤质量与功能发生变化[34−36]。根据国家

生态环境部报道，全国污染超标率达 16.1%，按照当

前的土壤受污染情况，我国整体土壤环境较差[37]。土

壤污染类型多样，主要包括重金属污染、有机物污

染、放射性污染等。据了解，世界范围内超过千万

的土壤污染区域中，有 50% 以上均存在重金属污染

问题[38]，同时我国受石油、农药、多环芳烃、多氯联

苯等有机物污染较为严重[39]。

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是城市、工业污染物排放，

尤其是在工业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重金属污染

具有普遍性、复杂性、隐蔽性、长期性及不可降解

等危害[40]。对于有机物污染而言，主要来源于人类活

动，部分源于自然界，这些污染源通过大气沉降、

废水排放、农业施肥等途径进入土壤。土壤环境中

的有机污染物常具有“三致”效应和高生物积累性，

部分有机污染物具有挥发性，导致其易在各种基质

中积累[36]。污染物进入土壤后会引发土壤结构、功能

以及生物组成的改变，不仅影响土著微生物的代谢

繁殖，还会抑制植物的生长发育，甚至造成更严重

的问题[41]。

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多采用热解析法、电解法

以及淋洗法进行处理；有机污染物可以通过焚烧、

高温处理等热处理方式进行处理，针对特定的有机

污染物可以采用化学手段进行处理，但这些只是暂

时性的方法，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土壤污染问题[4]。因此采用植物联合微生物的修复

技术，整合两种技术的优势，对污染土壤有更优的

修复效果。

 2    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化学退化土
壤的应用

在众多的土壤修复技术中，生物修复在近二十

年中得到广泛应用和研究（图 1）。在土壤环境中，

植物修复存在着修复周期长、效率低、富集总量有

限等缺陷，而单独的微生物易受自然环境因素的限

制，在与土著微生物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导致

微生物无法长期稳定地存在于环境中。单独的植物

或微生物修复方法存在着修复效率低、特异性强、

适用范围有限等诸多不足，推动了植物和微生物联

合修复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弥补上述单一修复技术

的缺陷，还能显著提高修复效率。

植物与微生物两者以互惠互利关系为主，共同

增强修复效果。一方面，植物根际附近的微生物能

将土壤中的有机质、植物根系分泌物转化成自身可

吸收的小分子物质，同时减少污染物对植物本身的

毒害作用，提高植物的耐受性，促进植物对污染物

的吸收、转移、富集[42−43]。另一方面，植物也促进了

环境中微生物的生物活性，提高了微生物的修复能

力[44]。本文主要从植物与微生物种类、修复效果、作

用机理和主要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植物-微生物联合修

复技术进行阐述。

 2.1    营养元素亏缺土壤的联合修复

营养元素不仅是植物生长必需的源泉，也是评

价土壤质量的关键指标之一。微生物修复作为一种

绿色可持续修复方式，近年来在营养元素亏缺土壤

的修复方面发展迅速，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土壤肥力、

减少对化学肥料的依赖，还能促进植物生长和养分

积累[20]。但单一的微生物修复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

如，单独施用菌很难在营养元素亏缺的土壤中形成

大量菌群，难以长期生存[45]。将植物与微生物联合，

当二者合理共存时，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能

够显著提高土壤养分含量和利用率，缓解土壤退化

状况。

 2.1.1    氮缺乏土壤的联合修复　生物固氮在减少农

业中合成氮肥的使用、增加植物养分含量和恢复土

壤健康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氮含量低的土壤中，

植物与固氮菌形成共生体系，能有效地促进植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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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46]。据估计，每年的生物固氮量约为 2.4 × 108 t，

占全球固氮量的 75%，远远高于工业转化的氮量[47]。

一些内生菌在增加植物养分获取方面也起着重要作

用，如 Kandel 等[48] 发现从双子叶杨树和柳树中分离

出 来 的 重 氮 营 养 内 生 菌 （ 如 Burkholderia

vietnamiensis、 Rhizobium  tropici、 Sphingomonas

yanoikuyae 等）可以在水稻上定殖并促进缺氮条件下

水稻的生长。

表 1 中总结了几种常见的固氮菌、接种方式、

定殖部位及固氮原理等，固氮微生物主要通过释放

分泌物（如有机酸、吲哚乙酸（indole-3-acetic acid,

简称 IAA）等）、刺激宿主植物的根系分泌作用、

提高氮素供应等途径促进植物生长，进而改善土壤

环境。对比接种与未接种微生物的植物，可以显著

看出土壤含氮量及植物生产量的增加。固氮菌的种

类、接种数量影响着植物的固氮作用。植物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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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 ~ 2021 年间生物修复化学退化土壤研究方面论文发表数量
Fig.1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on bioremediation of chemically degraded soils during 2001 ~ 2021

表 1    常见的联合固氮植物与土壤微生物
Table 1    Common plant and soil microorganisms combined nitrogen fixation

宿主植物
Host plant

接种菌株
Inoculated strain

接种方式
Inoculation method

定殖部位
Colonization site

固氮/促生效应
Nitrogen fixation/propagation effect

参考文献
Reference

玉米 固氮芽孢杆菌 土壤接种 根 土壤速效氮含量增加20.42%，植株干重和氮含量
分别增加66.67%和45.46%

[51]

玉米固氮螺旋菌 浇灌接种 产量提高77.91%，土壤有效氮含量增加24.32% [52]

水稻 棕色固氮菌、印度梨形孢 灌根 根 芽和根长分别增加55.2%和22.9%，叶绿素含量增
加91.3%

[53]

巴氏梭菌、棕色固氮菌及
嗜酸乳杆菌

土壤接种 株高增加11.03%，生物量增加17.73% ~ 30.35%，
土壤碱解氮增加0.25% ~ 3.18%

[54]

小麦 根瘤菌属、固氮螺旋菌属 拌种 + 喷雾 根、茎 土壤氮积累量增加约25（ kg/ha），根茎直径增
加26%；

[55]

田菁茎瘤固氮根瘤菌、巴
西固氮螺菌

浸种 根、叶 株高增加16.25%，含水量提高8.87% [56]

扁豆 丛枝菌根真菌、固氮菌 浸种 根 生物量增加36.9%，种子产量增加28.4% [57]

黑麦草 阿氏芽孢杆菌、树木伯克
氏菌、洋葱伯克氏菌

浸根 根 氮肥使用率减少50%，植株干重分别增加1.70、
3.21、3.02倍

[58]

紫花苜蓿 苜蓿中华根瘤菌 拌种 根 产量提高40%，土壤全氮提高28.5% ~ 70.8% [59]
根瘤菌菌肥 土壤接种 干重增加29.47%，土壤有机质增加75.39%，土壤

碱解氮含量增加22.7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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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存在着不同的固氮菌群和固氮活性，而植物根际

定殖占主导地位。一种墨西哥品种玉米的生物固氮

量大于植物总吸收氮量的 80%[49]，这主要由于玉米

的气生根在下雨后可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富含

多糖（如木糖、半乳糖、阿拉伯糖和海藻糖等），

给固氮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富碳、低氧和低氮环境

来发挥固氮作用[50]。

 2.1.2    磷流失土壤的联合修复　磷是植物生长必须

的营养元素，但磷肥的利用率较低，除流失到水体

以外，部分磷进入土壤固定形成难溶性的磷酸盐。

为提高植物对磷肥的利用率，解磷显得非常关键。

解磷微生物可以将土壤中难溶性磷酸盐转化为植物

可吸收的磷酸盐。除了土壤理化性质等因素外，微

生物的种类和活性也会影响植物根系对磷酸盐的后

续利用情况，土壤中的解磷微生物种类众多，包括

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等。整体而言，虽然解磷真菌

数量少于细菌，但其解磷能力一般要强于细菌，而

且不会由于传代次数过多而降低，遗传性状更稳定[61]。

解磷菌中的有些种类除了具有溶磷活性外，还会产

生植物激素类物质（如 IAA、维生素等）改变根的

分支和根毛的发育，并且可以通过释放有机酸改变

土壤 pH 值，从而提高植物对磷的吸收效率[62−63]。

大量研究表明接种土壤解磷菌可帮助植物从土

壤中获取磷元素，减少磷流失，有效提高农产品的

产量（见表 2）。其中，常娜等[64] 证明在田间小麦生

长试验中与未施用微生物菌剂相比，三个试验田微

生物菌剂处理均显著提高了 37.2%、46.1% 和 83.5%

的小麦土壤速效磷含量。微生物菌剂不仅可以增加

小麦株高、分蘖数和次生根数，还能对小麦纹枯病

表现出比较好的预防效果，提高小麦产量。80% 以

上的植物可以与菌根真菌形成共生关系，从而高效

获取磷、氮等营养元素，植物则以脂肪酸形式提供

给真菌碳源[65, 66]。从解磷机制来看，王二涛等[67] 发现

基因片段 OsPHR1/2/3 是菌根共生的关键调控因子，

一 个 新 的 RLK 基 因 参 与 菌 根 共 生 的 植 物 磷 信 号

响应。
  

表 2    常见联合固磷植物与土壤微生物
Table 2    Common plants and soil microorganisms combined to the phosphorus fixation

宿主植物
Host plant

接种菌株
Inoculated strain

接种方式
Inoculation method

定殖部位
Colonization

site

吸磷/促生效应
Phosphorus fixation/propagation effect

参考文献
Reference

玉米 解磷菌 土壤接种 根、茎、叶 根、茎、叶、籽粒磷含量增加；产量增加14.86%；
根际土壤速效磷含量提高

[68]

水稻 放线菌 土壤接种 根 溶解土壤中难溶性磷，吸磷量分别提高44.03%、
22.87%

[69]

小麦 枯草芽孢杆菌、胶冻样芽
孢杆菌

菌剂沟施 根 三个实验地点土壤速效磷含量分别提高37.2%、
46.1%、83.5%，增产率分别为24.2%、7.7%和
14.3%

[64]

花生 巨大芽孢杆菌 浸种 + 土壤接种 根 溶磷量可达598.1mg/L，干质量增加19.80%，根
系干质量提高38. 89%

[70]

黑麦草 土生克雷伯氏菌 灌根 根 马肝土与潮土中的有效磷含量分别增加9.7%、
42.1%，吸磷量提高29.6%

[71]

紫花苜蓿 溶磷菌、苜蓿中华根瘤菌 拌种 根 单独接种溶磷量增加24%，株高增加53.02%、生
物量增加71.78%

[72]

 

 2.1.3    其他营养元素缺失土壤的联合修复　土壤中

的有效营养元素除了氮、磷以外，还有钾和一些微

量元素[73]。土壤中能分解硅酸盐类矿物的细菌被称为

硅酸盐细菌，也称钾细菌（解钾菌），它们不仅能

分解长石、云母等硅酸盐类的原生态矿物，还能分

解磷灰石中的磷素，使土壤中的难溶性钾、磷、硅

等转变为植物可吸收的可溶性元素[74]。这些功能菌主

要通过优化土壤生物结构，提高土壤的酶活性，加

快了土壤有机质分解，促进植物对有效养分的吸收，

从而促进植物生长，增加土壤肥力 [75]。Pellegrino

等[76] 研究表明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简称 AMF）可以活化土壤中的铁、锌等养分，

在收获时，接种 AMF 菌剂的鹰嘴豆生物量平均比未

接种的对照高出 25%，这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而

且有利于农产品的健康生长，同时也改善了土壤条件。

 2.2    盐渍化土壤的联合修复

盐碱障碍是造成土壤退化和生产力水平降低的

重要原因，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菌根菌、光

合细菌等都是盐碱土改良利用的重要功能细菌[77]。目

前，从盐碱土中已分离到的嗜盐菌常见种类为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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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属和盐细菌属，嗜碱微生物种类很多，既有极端

耐盐的古细菌，也有真细菌、放线菌和藻类。其中

很多嗜盐菌本身具有很好的耐碱特性，反之亦然，

其产生的特殊酶和特殊代谢机制已经在实践中显示

出广泛的应用价值[78−79]。利用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

技术开展盐渍化土壤的改良研究，对提高土壤资源

的利用效率有重要意义[80]。

 2.2.1    盐化土壤的联合修复　土壤环境因素、营养

元素及作物分泌作用等均会影响土壤生物的生长发

育[81]。研究表明，微生物数量随着盐害程度的增加而

减少，细菌、放线菌和真菌数量分布从小到大为重

度盐化土及盐土、中度盐化土、轻度盐化土。微生

物活性与土壤盐分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虽然不同菌

种的耐盐能力不同，但其活性普遍受到抑制[77]。

植物－微生物联合可以大大提高盐渍土的改良

效果。首先，微生物可以提高盐渍土中有机质的分

解和营养元素的有效性，促进宿主植物对盐分的吸

收，提高植物定殖率[82]。顾慧敏[83] 等研究发现在盐

渍土中种植番茄并接种 AMF 菌剂使得土壤中有机质、

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分别增加了 14.4%、

102.2%、 40.4% 和 43.1%， 盐 分 含 量 分 别 降 低 了

7.2%、9.9% 和 11.3%、22.5%。其次，微生物还可以

提高耐盐植物对土壤水分的吸收。冯希环[84] 等研究

表明生菜接种真菌摩西管柄囊霉时，菌丝可以穿过

植物根毛难以穿过的土壤孔隙，促进植物根系对水

分和养分的吸收。接种微生物还可以提高土壤酶活

性，促进土壤有机质分解且微生物自身分泌物的释

放，也可以改善土壤肥力和结构。

 2.2.2    碱化土壤的联合修复　针对碱化土壤，植物-
微生物联合修复是一个经济、有效的修复方式，主

要通过植物根系分泌以及微生物分解植物残体产生

的有机酸来缓解土壤碱性[85]，在碱化土壤中植物的定

殖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接种微生物以共生的形式为

植物提供营养物质，不仅可提高植物的定殖成功率，

还能调节和提高有机酸的分泌，对碱化土壤进行更

高效的改良[86]。某些特殊微生物如硫氧化细菌还具有

氧化单质硫及硫化物，生成硫酸的特性，使其在盐

碱土中将硫磺粉氧化生成硫酸，从而使土壤 pH 值

由 7.5 下降到 7.2，提高土壤矿物质的溶解性，给植

物提供更多的营养[87]。

菌根共生通过根外菌丝促进植物吸收矿质养分，

改变根组织渗透调节能力，增强植物耐盐碱性 [88]。

Zhang 等[89] 在盐碱土壤中接种了 AMF 菌剂，发现其

不仅增加了氮磷等营养元素的吸收，同时减少了对

钠、镁和氯的吸收，植物生物量、根梢比和分蘖数

均显著升高，也提高了幼苗的存活率。在碱化土壤

改良过程中，单一的生物措施效果不及综合治理措

施的效果全面和有效，所以综合利用植物-微生物联

合修复方式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改良修复效果。

 2.3    污染土壤的联合修复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土壤污染日

益严重，单独的植物修复常常由于缺乏降解顽固性

污染物的完整代谢途径而难以高效地彻底降解污染

物，并且修复时间长、效率低[90]；单独的微生物修复

易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与土著微生物的竞争

中往往处于劣势[91−92]。为遏制土壤污染，研究学者已

开展大量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研究工作，并取得

了较好效果，为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重金属和有

机物污染土壤的实际应用与推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支撑和技术支持[11]。

 2.3.1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联合修复　利用植物修复

重金属污染土壤是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一些优势

植物具有抗性强、富集浓度高的特点，但植物本身

的生存环境、根系扩展范围、富集能力等均受重金

属含量及形态的影响[93−94]。而许多微生物可以对污染

环境中的重金属进行富集，或通过提高重金属的生

物可利用性促进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42, 93]。

植物－微生物联合体系作用机理如图 2 所示，

根际微生物能以菌根、内生菌等方式与植物根系形

成联合体，使植物的抗性增强并优化根际环境，促

进根系发展并增强植物吸收和转运重金属的能力[95]，

根际分泌物会增强微生物的活性，微生物和根际通

过产生分泌物（有机酸、铁载体和生物表面活性剂）

使难溶性重金属转化为可溶性金属（①），且微生

物的吸附性减少了植物对金属的吸收/转移来降低金

属的毒性（②⑤）；微生物也可以通过产生金属固

定化代谢物（球蛋白、胞外聚合物）减少植物对金

属的吸收/转移（③），将高价高毒性金属还原为低

价低毒性金属（④）；微生物还可以分泌 IAA 和 1-
氨基环丙烷-1-羧酸脱氨酶（1-aminocyclopropane-1-
carboxylate deaminase, 简称 ACC 脱氨酶）改善细胞

生长和增殖（⑥⑦）[96−101]。

表 3 总结了几种常见的富集重金属的植物与微

生物组合及其修复效果。结果表明，接种微生物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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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后显著提高了重金属的生物利用度以及植物的耐

受性。李艺等[102] 在研究肠杆菌对蓼科植物镉－砷复

合污染土壤修复时，发现当肠杆菌接种浓度小于

3.4 × 107 CFU g–1 土时，水蓼的株高、株质量与对照

间无显著差异（P > 0.05）；当接种浓度为 3.4 × 107

CFU g–1 土时，除酸模叶蓼根中镉含量外，水蓼和酸

模叶蓼根茎叶中的镉、砷含量显著高于对照（P <
0.05），分别为对照的 1.64 倍和 1.68 倍。除此之外，

植物－微生物联合体系吸收重金属很大程度上还取

决于重金属的种类、浓度、微生物生存定殖潜力、

植物类型及生长条件等因素[42]。

 2.3.2    有机物污染土壤的联合修复　与植物联合修

复有机物污染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微生物主要是内

生菌、菌根菌和根际微生物。植物－微生物联合体

系在有机物污染的降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

包括植物－内生菌共生体系、植物-菌根菌联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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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机理图（整理自[42, 97-98, 100]）

Fig.2    Mechanism diagram of plant-microbe joint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 (modified from[42, 97-98, 100])

表 3    常见重金属污染的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
Table 3    Plant-microbial remediation of common contaminated metals

重金属名称
Heavy metal

宿主植物
Host plant

接种菌株
Inoculated strain

接种方式
Inoculation method

修复效应
Remediation effect

参考文献
Reference

汞（Hg） 盐沼球茎草
芽孢杆菌、不动杆菌、
假单胞杆菌

浸根
根、茎中Hg含量提高，且分别比其它组织
高35%和65% [103]

镉（Cd） 水稻 丛枝菌根真菌 土壤接种
促进吸收土壤中Cd，株高提高13.8%和
10.3% [104]

铅（Pb） 芦苇、山鹰豆、番茄
黑曲霉菌、荧光假单
胞菌

土壤接种
土壤中Pb含量减少，植物生物量提高15% ~
109% [105-106]

铬（Cr） 鹰嘴豆、李氏禾 芽孢杆菌 灌根
根长最大增加72%，Cr富集量高出对照
71.75% [107-108]

砷（As） 凤尾蕨、水蓼和酸模叶蓼
肠杆菌、假单胞菌、
丛毛单胞菌

灌根
叶绿素含量和生物量分别增加95%和90%；
根茎叶中As含量为对照的1.64 ~ 2.74倍 [102, 109]

锌（Zn） 芥菜、黑麦草
黄铜假单胞菌和念珠
菌、丛枝菌根真菌

土壤接种
Zn去除率为51.20%；Zn吸收量达到
841.4（μg pot–1） [110-111]

铜（Cu） 蓖麻、海州香藿
芽孢杆菌、不动杆菌、
恶臭假单胞菌

土壤接种 + 浸根
茎和根生物量增加22.55%和17.82%，植株
内Cu含量分别提高25.70%和 211.6% [112-113]

镍（Ni） 蜀葵、扁豆
枯草芽孢杆菌、伯克
霍尔德菌

浸种 + 土壤接种
茎根中Ni吸收分别提高1.7和1.6倍；根部生
物量增加30%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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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植物－根际微生物联合体系[116]。

植物－内生菌联合修复的机理是植物通过提供

营养和空间促进内生菌的生长，内生菌可以产生特

定的酶来降解难以转化的有机污染物，内生菌还可

以通过增加养分的利用率，产生促进植物生长的激

素并增强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利用度等，从而帮助植

物修复土壤[116−117]。Khan 等[118] 研究发现柳树接种假

单胞菌 PD1 可促进根和芽的生长，并保护其免受菲

的植物毒害作用，且与未接种的对照相比，用 PD1
接种的柳树从土壤中去除了 25% ~ 40% 的菲。植物－

菌根菌联合修复的作用机理是菌根真菌可以直接代

谢有机污染物，当浸染植物根际后也可以形成根外

菌丝来帮助植物吸收代谢污染物，还能够增加植物

根系体积，促进植物吸收养分[119]。周利承等[120] 研究

发现紫花苜蓿接种 AMF 菌剂后，土壤中石油的去除

率增加了 14.09% ~ 24.76%。植物-根际微生物联合

降解机制是植物的根系分泌物可以增加根际微生物

数量，从而更高效地降解有机污染物，有的污染物

不能直接被微生物降解，根际分泌物则可以活化或

分 解 有 机 污 染 物 来 协 助 根 际 微 生 物 降 解 [121]。

Muratova 等[122] 研究发现在紫花苜蓿降解多环芳烃的

过程中，其根系分泌物促进了恩氏菌、假单胞菌、

根瘤菌和嗜单胞菌属的四种根际微生物对多环芳烃

的降解。

植物－微生物联合作用对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

去除及生态系统的修复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并且

具有降解效率高、修复彻底以及提高植物对有机污

染物的耐受性等特点。但同时在修复过程中也受气

候地理条件 [123]、有机污染物的存在形态结构及毒

性[124]、土壤自身环境及营养元素[125] 等因素的制约，

导致修复效果差别较大。

 3    讨论

土壤环境中植物与微生物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

相互作用，两者除了产生协同作用以外，还可能产

生共生、寄生、拮抗、竞争等作用，有些相互作用

对植物十分不利，如引发病害，降低土壤生物多样

性等，进而加剧土壤退化[126−127]。在 Kuppireddy 等[128]

的 研 究 中 发 现 一 种 生 物 营 养 真 菌 （ Microbotryum
lychnidis-dioicae）可从白花蝇子草的发芽期潜伏至花

药期使其花药产生病变。其次，微生物生长过程中

易受多种环境要素的影响，导致其活性或有效性一

段时间后受到抑制。Vainberg 等 [129] 研究表明当 pH
值在 6.0 以下时脱氯细菌几乎不能脱氯，在 pH 小于

5.0 时微生物的活性彻底丧失。还有许多研究显示在

极端环境胁迫下，一些接种微生物的植物并未观察

到宿主植物生物量的变化[130]。如何保证微生物的长

期有效性，是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推广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难题。再次，对于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

对土壤中土著微生物的影响以及给生物多样性带来

的威胁方面的研究较少，修复过程中的风险是真实

存在的，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之内，也是未来修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4    结论与展望

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是目前治理土壤退

化的有效手段，应用前景十分可观，既节约资源，

又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为我国土壤化学退化

选择合理修复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随着土

壤化学退化修复防治形势日益严峻和研究的逐步深

入，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

等微观分子机制逐渐在环境修复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对全方位揭示植物-微生物对土壤化学退化的修复机

理具有重要意义。今后还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开展更

加深入的探索工作：

 （1）构建应用广泛的高效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

体系。培育出对于土壤退化具有较强抗性且能够同

时修复多种土壤退化类型的菌剂，利用转基因等微

观分子技术，将具有高效修复污染物的目标基因导

入并整合到其他生物量大、生长迅速、适应性强的

生物体的基因组中，赋予出植物、微生物更高效的

修复性能。

 （2）深化联合修复技术研发。相较于传统的物

理化学修复方法，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周期较长。

与其它技术耦合构建多种技术联合修复模式（如生

物炭、纳米颗粒、表面活性剂等在植物-微生物联合

修复中的应用），使修复周期尽可能缩短，是该领

域必须面对的研究重点。

 （3）加强实际场地的应用研究。大多数研究主

要集中在实验室或者小型的模拟试验阶段，研究环

境过于理想化，应重点研究其在自然环境中的适应

机制使其更加适应土壤环境，可以进一步深化植物-
微生物联合技术化学退化土壤修复机理的认识，有

助于研发绿色长效的联合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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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Plant-microbial Combined Remediation of
Chemically-degraded Soils

XIANG Chun-yu1, 3, LUO Dong-yuan1, 2*, GUO Li1, 3, DU Jun-yan2, LIU Shi-bin1, 3, PU Sheng-yan1, 3

(1.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2. Guangxi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oil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Nanning 630022,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Soil  chemical  degradation  is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survival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global problems. In order to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to slow down the rate of biodiversity decline and curb climate
change, it is imperative to reverse the global trend of soil chemical degradation. Bioremediation is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cost-effective  remediation  strategy,  and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improving  and  restoring
chemically degraded soils. In particular, plant-microbial combined remediation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single remediation method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emediation efficiency of chemically degraded soils, which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However, the plant-microbial combined remediation technology has different effects,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hemically-degraded soil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auses,
distribution  and  hazards  of  three  major  types  of  chemical  degradation:  soil  nutrient  deficiency,  salinization  and
pollution,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iveness,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bined plant-microbial
remedi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three types of chemical degradation. For soil  nutrient deficiency, microorganisms
can enhance the nutrient utilization efficiency, strengthen nitrogen fixation and phosphorus solubilization, and increase
soil fertility by stimulating plant roots and releasing secretions; The addition of saline-tolerant microorganisms that can
adapt to extreme environments in salinized soils can improve plant uptake and utilization of salts by ameliorating soil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nutrient availability.  Microbial  inoculation into contaminated soils can optimize rhizosphere
environment,  weaken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contaminants  on  plants  and  establish  a  mutual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plants,  which  finally  improve  the  contaminant  adsorption  and  degradation  efficiency.  In  summary,  large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plant-microbial  remediation  of  chemically-degraded  soil,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achieve green, high-efficient,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of degraded soils.
Key words: Soil chemical degradation; Plant-microbial combined remediation; Remedi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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